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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构想(Conceptual Framework)· 

团队文化多样性对团队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李  倩 1  龚诗阳 2  李超凡 1 
(1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 北京 100089) (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 北京 100029) 

摘  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跨国企业的迅速发展, 越来越多的企业中开始出现具有多样性文化背景的团队。

企业管理者期待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能在团队工作中贡献新的观点和视角, 从而促进团队创新。因此, 探
讨团队文化多样性与团队创新之间的影响关系已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和企业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所以, 采
用社会分类−信息加工的理论视角, 首先厘清团队文化多样性的理论框架, 并进一步检验团队文化多样性与团

队创新之间的影响关系及内在机制; 并且, 分别从团队内部和团队外部因素出发, 探讨团队文化多样性与团

队创新影响关系中的边界条件。在实践上, 研究结论也将为企业有效管理跨文化团队, 推动企业创新提供一定

的理论指导。 
关键词  团队文化多样性; 团队创新; 多样化信念; 团队调节定向; 团队创新反馈 
分类号  B849: C93 

1  问题提出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跨国企业的迅速发展, 越
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采用跨文化团队的策略, 以期

待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在团队工作中贡献新

的经验、观点和视角, 促进企业创新和发展。全

球最大的社交媒体公司 Facebook 十分重视团队文

化多样性的问题, 他们将团队多样化建设视为最

重要的战略目标之一。从 2013 年起, Facebook 在

高管团队中增设了全球多样化主管的职位, 并从

2014 年起每年公布多样化报告(diversity report), 
以展示他们在团队多样化建设中的进展。正如

Facebook 的全球多样化主管 Maxine Williams 所

说：“在 Facebook, 员工多样性非常重要。我们要

创造出连接全世界的产品,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一

个团队, 能够理解并能带来不同的背景、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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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和文化”。截至 2016 年 6 月, Facebook 的员工

中有大约一半来自其他国家。美国总部员工中有

38%是亚洲人, 4%是拉美裔, 2%是非洲人。在技术

部门中, 亚洲员工的比例更是高达 46%。 
随着“一带一路”, “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

实施,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也正在面临跨文化团

队的管理问题。作为全球领先的通讯技术企业 , 
华为公司一直在积极推进研发团队构成多元化的

策略。通过在全球各地的研发中心采用跨文化团

队的合作方式, 华为公司实现了全球异步研发的

战略。目前, 来自全球 163 个国家和地区, 具有不

同文化背景的 17 万名员工构成了华为的多元文

化大家庭。截至 2015 年, 华为在海外聘用的员工

总数超过 3.4 万人, 海外员工本地化率达到 72%, 
中高层管理者本地化率达到 17.7%。此外, 阿里巴

巴、顺丰速运、三一重工等中国企业也十分重视

员工多样性的问题。例如, 2015 年阿里巴巴在高

管团队中首次引入了外籍总裁埃文斯, 其主要负

责阿里巴巴的全球化招聘和市场业务; 顺丰集团

也在深圳总部大力推进外籍员工的招聘工作, 为
海外管理团队储备人才。依据《中国国际移民报

告(2015)》, 随着中国国际形象的逐步提升及经济

实力的进一步增强, 来华追逐“中国梦”已成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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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移民潮的新趋势。在“最吸引外籍人士居住的国

家或地区”排名中, 中国仅次于瑞士和新加坡, 位
列第三。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 以及

来华工作和留学人员数量的大幅提升, 团队文化

多样性将成为中国企业面临的一项新的管理问题。 
在学术界, 团队文化多样性问题也成为了近

年来关注的焦点, 其中探讨最为热烈的问题之一

便是团队文化多样性与团队创新间的关系问题。

在当今时代, 随着市场竞争日益加剧, 创新已成

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企业采用跨文化团队

的初衷之一即在于希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

在团队工作中提供多样化的信息、视角和观点 , 
拓展团队层面的知识宽度、深度和整合度, 进而

促进创新。然而, 目前学术界有关团队文化多样

性与团队创新关系的研究, 尚未达成一致的研究

结论(Stahl, Maznevski, Voigt, & Jonsen, 2010)。部

分学者发现两者间存在正向影响关系 (Earley & 
Mosakowski, 2000; Niebuhr, 2010), 然而也有研究

发现两者间存在负向或是不显著的影响关系(Bell, 
Villado, Lukasik, Belau, & Briggs, 2011; Harvey, 
2013; Østergaard, Timmermans, & Kristinsson, 2011)。 

针对目前研究结论不一致的现状, 我们认为

有如下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第一, 导致目前

研究结论不一致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第二, 团队

文化多样性是否会影响团队创新？如果会, 其内

部影响机制是什么？第三, 团队文化多样性对团

队创新的影响是否存在着团队内部和外部的边界

条件？为回答上述问题, 我们在本研究中具体建

立了 4 个研究模块。研究模块 1 中, 我们将首先

寻找导致目前研究结论不一致的原因。通过对团

队文化多样性的相关研究进行总结和梳理, 我们

发现主要原因在于团队文化多样性的理论框架和

测量方法尚未明晰。因此在研究模块 1 中, 我们

提出了一个双维度的理论框架来考虑团队文化多

样性(包含表层文化多样性和深层文化多样性两

个维度), 并在此基础上开发团队文化多样性的双

维度量表。在研究模块 2 中, 我们将基于“社会分

类−信息加工”的理论视角, 检验团队文化多样性

对团队创新的影响以及两者间影响的内在机制。

在研究模块 3 中, 我们将从团队内部因素出发, 探
索团队文化多样性对团队创新影响的边界条件。在

研究模块 4 中, 我们将从团队外部因素出发, 探索

团队文化多样性对团队创新影响的边界条件。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2.1  团队文化多样性的相关研究 
团队由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成员共同构成的

现象即称为团队文化多样性(Cox, 1994)。以往有

关团队文化多样性的研究, 通常把跨文化团队分

成三种类型(陈晓萍, 2009)：Token Group (团队中

只有 1~2 人来自其他文化, 绝大部分成员来自同

一文化), Bi-cultural Group (团队成员基本来自两

种文化 , 且来自两种 文 化的人数 量 相当 ) 和
Multicultural Group (团队成员来自 3 种以上文

化)。我们通常将第一种类型称为象征性文化团

队。以往研究表明, 在这样的团队中, 因为仅有

1~2 名成员来自其他文化, 因此他们在团队中很

容易被孤立和忽视, 其对团队文化多样性的影响

也十分有限; 第二种类型被称为双文化团队。因

为来自两种文化的人数相当, 更容易在团队内部

形成两个子文化团队, 由此导致小团体问题。鉴

于上述两种情况较为特殊, 且在管理实践中, 第
三种类型的团队更为普遍和具有代表性, 所以本

研 究 中 , 我 们 将 主 要 针 对 第 三 种 类 型 , 即

Multicultural Group (多文化团队)。我们在数据收

集和处理过程中, 都将采用此标准对团队进行筛

选和限定。 
虽然近年来, 有关团队文化多样性的研究在

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 但目前的研究仍相对有

限。已有研究主要探讨了团队文化多样性对团队

和个体创新, 凝聚力, 信息交流与整合以及绩效

的影响。 
创新：以往有关团队文化多样性与团队及个

体创新的研究尚未达成一致结论(Jackson, Joshi, 
& Erhardt, 2003; van Knippenberg, de Dreu, & 
Homan, 2004; Williams & O’Reilly, 1998)。一方面, 
部分研究发现团队文化多样性会促进团队内部的

知识分享和交流 ,  进而促进个体和团队创新

(Leung & Chiu, 2010)。依据动机性信息加工理论

(motivate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 让团队

成员接触不同的文化和信息, 更可能激发个体产

生新的想法, 并会激励个体对他们所接触过的不

同观点和想法进行合并吸收(Perry-Smith & Shalley, 
2003)。因此, 相比于文化背景一致的团队组成, 
多元文化的团队策略更可能让团队成员接触到更

多的知识和信息。Chua (2018)的研究表明, 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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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多样性高的团队中, 员工会通过与不同文化背

景员工间的社会连结, 获得更多与文化相关的新

知识和信息, 促进彼此间的知识分享和交流, 进
而推动团队创新。然而, 另一方面, 也有部分学者

提出, 团队文化多样性可能会抑制团队和个体创

新。依据相似吸引理论(similarity attraction theory), 
个体会对与自己具有相似特征的他人持积极态度, 
认为是“我们”, 而对与自己具有不相似特征的人

持有负面评价 , 认为是“他们” (Billig & Tajfel, 
1973)。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之间容易对对方

产生负面评价 , 引起团队内部的情感和关系矛

盾。由此产生的内部矛盾可能会影响团队氛围 , 
让员工不愿意参与到团队创新的相关活动中(包
括分享自身经验, 彼此交流信息等)。 

凝聚力：Chung 等(2015)基于 76 个团队中的

1652 名员工的研究发现, 团队中性别的差异程度

与员工忠诚行为具有负向影响, 多样性氛围与员

工忠诚行为间具有正向影响。他们还发现, 支持

型的多样文化氛围会降低性别多样性与忠诚行为

之间的负向影响, 在两者间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

用。Leslie (2017)的研究指出, 在团队文化多样性

的研究中, 我们应该关注文化多样性的差异程度

问题。工作团队中文化多样性的差异程度可能会

影响团队的工作绩效。如果团队由两个具有很大

差异的子文化群体构成, 那么团队文化多样性将

会影响团队凝聚力 , 进而影响团队绩效。 van 
Knippenberg 等(2004)提出了社会分类−信息加工

理论(categorization-elaboration model, CEM)用于

探讨团队文化多样性与团队绩效之间的关系。他

们指出多样性会导致团队成员间产生负面的情感

反应, 包括关系冲突和较低的团队凝聚力、身份

认同感和承诺。 
信息交流与整合：Nouri 等(2013)的研究发现, 

与文化同质性的关系相比, 在文化多样性的关系

中个体间的交流频率和有效交流次数都更少。

Winkler 和 Bouncken (2011)在他们的一项纵向研

究中发现, 在沟通方式上的文化差异会负向影响

个体在多元文化团队中分享知识的意愿。Kearney, 
Gebert 和 Voelpel (2009)的研究中以具有文化多样

性的研发团队为调查对象, 结果发现低的团队身

份认同感与低的项目信息整合相关。van Dick, van 
Knippenberg, Hägele, Guillaume 和 Brodbeck (2008)
的研究发现, 在文化多样性的团队中, 低的团队

身份认同感会导致团队内部较低的信息整合。

Earley 和 Mosakowski (2000)的研究发现, 团队成

员的国别多样性不利于团队内部的有效沟通。 
绩效：Nederveen Pieterse, van Knippenberg 和

van Dierendonck (2013)的研究探讨了文化多样性

与团队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 信息整合在

两者间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团队成员的目标导向

在两者间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 即当团队成员

的学习型导向高, 而绩效型导向低时, 文化多样

性对团队绩效的正向影响更强。Tröster, Mehra 和

van Knippenberg (2014)在 60 个国家的 91 个团队

中开展的纵向研究发现, 团队工作网络的结构和

文化多样性的交互作用, 对于团队效能和绩效具

有显著影响。团队文化多样性越高, 工作任务网

络密度对团队效能的正向影响作用越大, 网络中

心化程度对团队绩效的正向影响作用越大。 
2.2  团队创新的相关研究 

团队创新主要是指, 由一组员工共同产生的

有关产品、服务、工作流程和程序的新颖且有用

的想法(Shin & Zhou, 2007)。在团队中, 个体更可

能从其他成员身上学习到不同的知识、技能、思

维方式和看待问题的视角, 并将它们融合整理为

自己的知识, 进而促进自身创造力的产生(Lipman- 
Blumen & Leavitt, 1999)。 

不少研究从团队整体特征的角度探讨了团队

创新的影响因素。例如 , Chirumbolo, Mannetti, 
Pierro, Areni 和 Kruglanski (2005)运用一项实验室

研究发现 , 如果团队内部成员的认知闭合需求

(need for closure)较高 , 团队的创新能力较低。

Gilson 和 Shally (2004)则运用聚类分析发现, 团
队所汇报的目标分享、参与性决策、支持氛围、

成员社会化和成员平均工作年限将对团队创新产

生正向影响。 Gino, Argote, Miron-Spektor 和

Todorova (2010)发现, 直接任务经验(而非间接任

务经验)将正向影响团队的创新能力。在国内, 刘
小禹和刘军(2013)从公平与领导的理论视角实证

考察了程序公平、交易型领导和团队效能感对于

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刘小禹和刘军(2012)基于

85 个团队的领导和 475 名团队成员的配对数据, 
考察了团队情绪氛围、情绪劳动及团队效能感对

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隋杨、陈云云和王辉

(2012)探讨了创新氛围、创新效能感以及团队领导

对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姜秀珍、顾琴轩、王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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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和金思宇(2011)以错误中学习为中介变量 , 检
验了研发团队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团队创新之

间的影响关系。袁庆宏、张华磊、王震和黄勇(2015)
探讨了研发团队跨界活动对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 
并发现了团队反思的中介作用和授权领导的调节

作用。彭伟、周晗鹭和符正平(2013)整合社会网络

理论及知识管理理论, 探讨了团队内部社会网络

对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秦伟平、赵曙明、

周路路和张子源(2015)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实践

的角度, 探讨了参与导向性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对

团队创造力的影响。 
另一些研究则探索了团队成员的某些特定行

为对团队创新能力的影响。例如, Taggar (2002)发
现, 个体的创新能力是否能凝聚为团队层面的创

新能力受到团队创新相关进程 (team-creativity 
relevant process)的影响, 例如, 冲突管理、团队公

民行为等。类似的, Hoever, van Knippenberg, van 
Ginkel 和 Barkema (2012)发现, 团队多样性和团

队成员的观点采纳(perspective taking)将共同影响

团队创新能力：当团队成员的观点采纳倾向较高

时, 团队多样性将对团队创新能力产生正向影响; 
当团队成员的观点采纳倾向较低时, 团队多样性

对团队创新能力的影响不显著。Tsai, Chi, Grandey
和 Fung (2012)发现, 当且仅当团队信任感很低并

且团队负面情绪较高时, 团队正面情绪才会对团

队的创新能力产生正向的影响。在国内, 汤超颖、

艾树和龚增良(2011)通过对 57 个团队(包含 538 个

团队成员)的调查, 探讨了个体积极情绪的社会功

能通过隐性知识共享作用于团队创造力。杨皎平、

侯楠和邓雪(2014)的研究实证考察了成员异质性

对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徐建中和朱晓亚(2016)
以装备制造企业的不同团队为研究对象, 探讨了

员工前摄行为对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 
2.3  团队文化多样性对团队创新的影响研究 

过去有关团队文化多样性与团队创新的影响

关系, 呈现出了不一致的研究结论。部分学者认

为团队多样性有利于创新, 而也有研究发现团队

文化多样性会抑制创新。 
2.3.1  团队文化多样性对团队创新的正向影响 

研究 
Chua (2018)的研究发现, 个体更可能在文化

多样性的社会网络中接受到与文化相关的新想法

和新信息。Sarala 和 Vaara (2010)基于企业层面的

研究发现, 在公司并购过程中, 企业之间的文化

差异和整合会对知识传递水平产生影响。Zhan, 
Bendapudi 和 Hong (2015)的研究提出, 过去有关

种族文化多样性和创新关系的研究之所以未达成

一致结论, 可能是由于研究中对两种不同类型的

多样性在概念和实证方面予以混淆。他从理论和

实证两个角度 , 提出应该将民族文化多样性

(ethno-cultural diversity)区分为民族分类多样性

(主要是指国别民族类型方面的多样性)和文化距

离多样性(cultural diversity), 并运用国家层面的

数据, 发现文化距离多样性会对创新产生正向影

响。Harvey (2013)的研究运用实验的方法, 验证了

深层多样性会影响团队整合创新性观点的能力 , 
进而影响团队创新。van Knippenberg 等(2004)的
研究提出了社会分类−信息加工理论用于探讨团

队文化多样性与团队绩效之间的关系。他们指出

多样性会为团队带来不同的知识、信息和对待问

题的视角, 因此能够有助于团队产生更多有用的

新想法。 
2.3.2  团队文化多样性对团队创新的负向影响 

研究 
Leung 和 Wang (2015)的研究, 采用社会技术

系统的视角, 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了团队文化多样

性对于团队创造力的负向影响。他们指出, 团队

文化多样性会导致文化身份障碍(身份威胁和身

份分裂)以及跨文化障碍的产生, 进而影响团队成

员之间的知识分享和整合 , 最终影响团队创造

力。他们提出, 信息和沟通技术在团队文化多样

性和团队创新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Chua (2013)
的研究运用社会网分析和实验室研究的方法, 提
出外部文化的不和谐(ambient cultural disharmony)
会降低个体从不同文化中有效整合知识的能力 , 
进而抑制个体创新。个体拥有的不同文化之间差

异不可调和的观念, 在上述影响关系中起中介作

用。Giambatista 和 Bhappu (2010)的研究指出, 表
层文化多样性会引起社会分类过程, 抑制多元文

化团队的创造潜力。Dahlin, Weingart 和 Hinds 
(2005)的研究指出 , 团队成员的国别多样性会导

致团队内部的社会分类, 使得团队内部更注重彼

此之间的差异, 影响了团队内部利用信息的能力。 
2.3.3  团队文化多样性与团队创新间的调节变量

研究 
有关团队文化多样性如何影响团队创新,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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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们也探讨了一些团队层面的调节因素。其中 , 
Shin 和 Zhou (2007)探讨了团队的领导风格在多样

性与员工创新的关系中所具有的调节作用。Stahl
等(2010)的研究对 108 个相关研究的实证结果进

行了元分析, 结果发现, 文化多样性一方面会导

致任务冲突和更低的社会融合 , 造成过程损失

(process losses), 而另一方面会通过提高创造力和

满意度, 带来过程收获(process gains)。他们认为

上述两种效应的产生受外界环境变量的调节影

响。他们也提出了一些可能在团队文化多样性和

创新关系中产生调节作用的变量 , 如团队规模 , 
团队年龄等, 然而由于样本数量不足的问题, 并
没有得到验证。Shin, Kim, Lee 和 Bian (2012)基于

68 个小组中 316 名员工的研究表明, 个体的创新

性自我效能感和团队领导的变革型领导风格, 在
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和个体创新关系中起正向调

节作用, 即只有当团队成员的创新型自我效能感

高, 团队领导的变革型领导力高时, 团队深层文

化多样性才会对个体创新产生正向影响。Leung
和 Wang (2015)的研究虽然没有直接探讨团队文

化多样性与创新之间的调节变量, 但他们提出信

息和沟通技术, 工作复杂性和独立性可能在文化

多样性与团队内部知识整合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2.3.4  团队文化多样性与团队创新间的中介变量

研究 
有关团队文化多样性对于创新影响的内部机

制研究, 大部分学者采用了社会认同/社会分类理

论(social identity/categorization) (Tajfel & Turner, 
1986), 也 有 学 者 提 出 了 跨 文 化 障 碍 的 视 角

(intercultural difficulties), 认为不同文化之间在价

值观念和社会准则的差异 , 会导致跨文化障碍 , 
如沟通障碍, 误解等(Gertsen & Søderberg, 2011), 
进而影响团队创新。依据社会认同理论 (social 
identity) (Williams & O’Reilly, 1998), Carton 和

Cummings (2012)提出, 在多元文化团队中, 文化

断层线的存在会导致两种类型的身份问题, 一是

身份威胁(identity threat), 对于团队成员而言, 其
他文化群体的存在会被看作是对自己文化身份的

威望和自豪的威胁。当团队成员感受到自己在团

队中的文化身份受到威胁时, 他们会做出增强自

身文化身份, 损害其他子文化群体的行为。身份

威胁会引起个体的焦虑感, 因此会刺激个体主动

地做出妨碍其他团队成员的行为。为了确保自身

的文化独特性, 他们不愿意在团队中分享自己的

知识和想法, 向团队其他成员提供有价值的反馈

(Harvey, 2013); 二是身份分裂 (identity fragmen- 
tation), 团队成员之间缺乏共同的文化身份会降

低他们各自的团队身份认同感和团队承诺。他们

指出, 身份威胁感与团队内部矛盾相关, 而身份

分裂与离职相关, 我们把上述负向的社会过程称

为文化身份障碍。身份分裂会导致员工具有较低

的团队承诺感, 因此他们不愿意作出相应的组织

公民行为(Bock, Zmud, Kim & Lee, 2005), 进而会

损害创新。 
2.4  相关研究评述 

综合现有的国内外研究进展和动态, 针对目

前研究结论不一致的现状, 我们认为有如下问题

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第一, 已有文献在团队文化

多样性与创新关系的研究方面, 尚未达成一致结

论。一方面, 学者们发现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成

员, 对待问题会有不同的角度和知识储备, 因此

更可能彼此吸收借鉴, 产生更多的新知识, 推动

创新; 而另一方面, 也有学者提出团队文化多样

性会带来团队内部冲突、信任危机等问题, 因此

会影响内部的知识交流, 阻碍创新。我们通过对

团队文化多样性的相关研究进行总结和梳理, 发
现导致目前研究结论不一致的主要原因在于团队

文化多样性的理论框架和测量方法尚未明晰。因

此, 在本研究中, 我们将首先从厘清团队文化多

样性与测量方式着手。第二, 有关团队文化多样

性与团队创新间的影响机制探讨也有待进一步深

入。已有关于团队文化多样性的研究, 主要采用

三种理论视角：相似吸引理论, 社会认同和社会

分类理论以及信息处理理论来解释两者间的影响

关系。已有研究大多采用其中一种视角来解释团

队文化多样性对团队创新的影响 , 然而 , van 
Knippenberg 等(2004)提出的社会分类−信息加工

理论框架, 认为团队文化多样性对团队结果的影

响可能同时存在两种内部机制。目前, 采用此理

论框架同时考察两种内部机制及其影响关系的研

究还较少。因此, 我们将在此研究中对此问题进

行进一步的深入探讨。第三, 已有文献对于团队

文化多样性与团队创新关系中的情境因素探讨也

有待进一步拓展。在本课题中, 我们将从团队内

部(员工的深层动机和信念因素)和团队外部(环境

刺激及变化)两方面考虑影响团队文化多样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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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创新关系的情境因素。 

3  研究构想 

本课题的核心研究目标是：基于社会分类−
信息加工的理论视角, 厘清团队文化多样性的理

论框架和分类标准, 运用实证研究方法检验团队

文化多样性与团队创新的影响关系, 揭示团队文

化多样性对团队创新影响的内部机制和边界条件, 
为企业有效地管理多元文化团队和促进创新发展

提供理论支持和管理建议。具体而言, 本课题的

研究目标又可以细化为以下 4 个子目标(见图 1)。 
(1)厘清团队文化多样性的理论框架, 开发团

队文化多样性的双维度量表;  
(2)检验团队文化多样性与团队创新的影响关

系和内在影响机制;  
(3)从团队内部出发, 探索团队文化多样性对

团队创新影响的边界条件;  
(4)从团队外部出发, 探索团队文化多样性对

团队创新影响的边界条件。 
3.1  研究模块一：团队文化多样性的理论框架及

量表开发 
在研究模块 1 中, 我们通过对相关研究进行

总结和梳理, 发现导致目前研究结论不一致的主

要原因在于团队文化多样性的理论框架和测量方

法尚未明晰。因此在本研究模块中, 我们提出了

一个双维度的理论框架来考虑团队文化多样性。

我们将文化多样性分为表层文化多样性和深层文

化多样性两个维度, 并在此基础上开发团队文化 
 

多样性的双维度量表, 从而完善学术界对团队文

化多样性的定义和测量。 
团队由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成员共同构成的

现象即称为团队文化多样性(Cox, 1994)。随着全

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从世

界范围内招揽人才, 因此工作场所中的文化多样

性问题获得了广泛的关注, 并且呈逐渐上升的态

势。目前有关团队文化多样性在企业中的影响问

题, 探讨最多的话题之一就是团队文化多样性与

创新的关系问题。已有部分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

一定的探索, 然而却得出了不一致的结论。一方

面, 部分研究发现团队文化多样性会促进团队创

新(Chua, 2018; Perry-Smith & Shalley, 2003; Stahl 
et al., 2010; Tadmor, Satterstrom, Jang, & Polzer, 
2012)。而另一方面, 也有学者发现团队文化多样

性会对团队创新产生负向影响, 或两者间的影响

关系不显著(Kirkman & Shapiro, 2001; Winkler & 
Bouncken, 2011)。 

鉴于有关团队文化多样性与团队创新间关系

的研究出现了不一致的结论, 我们在理论和文献

梳理的基础上发现：过往研究在理论框架上的混

淆和不一致的测量操作是导致研究结论不一致的

主要原因。首先, 从定义上, 文化本身是一个复

杂、多维度的概念。它是指某一群体所共有的、

区别于其他群体的特征。虽然有关文化的概念不

计其数, 且尚未达成共识, 但社会心理学家们基

本认同文化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赵志裕, 康萤仪, 
2011)。它既包括外显性的物质文化, 如人们的语 

 
 

图 1  理论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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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服饰、饮食等, 也包括内隐性的主观文化, 如
人们在意识层面所具有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

两者之间是互相关联, 又互相区别的, 且在衡量

方法上也截然不同。因此, 从这一理论框架出发, 
我们认为有必要进行理论上的梳理, 不能笼统的

用单一维度来代表文化。为了更全面的反映文化

的内涵, 我们应同时考虑上述两个维度, 这样才

能全面地刻画出团队成员间的文化差异。其次 , 
纵观以往团队文化多样性的研究发现, 理论框架

不清及测量操作不一致是导致现有研究结论不一

致的主要原因。大部分研究主要采用团队成员的

语言、国籍、民族等表层文化特征来测量团队文

化多样性(Bell et al., 2011; Østergaard et al., 2011), 
而另一部分研究则采用团队成员的文化价值观、

信仰等深层文化特征来测量(Kirkman & Shapiro, 
2001; Winkler & Bouncken, 2011)。上述两类不同

的测量方法可能会导致研究结果存在较大差异。

例如：我们如果仅从表层文化的角度来考察, 选
取其中的一个指标(例如语言)来衡量文化多样性, 
我们就会认为同样以英语为语言的团队成员, 他
们具有相同的文化特征。但如果三名团队成员 , 
分别来自美国、新西兰和印度, 虽然他们均使用

英语, 在表层文化上不存在差异, 但从深层文化

的角度来看, 他们在文化价值观念上却存在着较

大差异。由此可见, 仅采用单一维度的指标衡量

团队文化多样性, 可能会导致研究结论存在较大

误差。因此我们认为, 从实践角度出发, 我们也应

对表层和深层文化加以区分, 不应将两者当作是

一个可互换的概念混用, 以防止实证结果的偏误。 
因此, 在本研究中我们提出, 团队文化多样

性应由两个层面构成：表层文化多样性(surface- 
level cultural diversity)和深层文化多样性 (deep- 
level cultural diversity)。两者在定义、特征和衡量

方式上均有显著差异。表层文化多样性是指团队

成员在一些明显的外部属性, 如国籍、种族、语

言等方面存在的差异, 这一层面的特征易于观察; 
而深层文化多样性则是指团队成员间在深层的价

值观念、信仰等心理特征方面存在的差异, 这一

层面的特征通常不易从外界直接观测到, 需要通

过时间或合适的测量方式予以考察。在测量方面, 
我们计划开发测量团队文化多样性的双维度量

表。依照 DeVellis (2016)的建议, 首先, 我们将在

综述过往研究的基础上, 总结并整理以往研究中

所使用的测量方式和条目, 形成初始条目库。项

目团队前期已搜集并整理了一些代表性的测量方

式, 如图 2 所示。第二, 我们拟在 2 家跨国公司开

展深入的企业调研。通过一对一深度访谈、焦点

小组访谈和开放式问卷调查的方式, 获得宝贵的

一手数据。通过对企业调研文本的分析、编码和

分类, 生成初步的测量条目。第三, 将前人研究中

的测量条目和小组访谈获得的条目进行整理和分

类, 邀请外部专家进行条目评审, 生成测量问卷

初稿。第四, 选取一定数量的测试样本进行问卷

测试, 检验问卷的信度、效度等指标, 对量表进行

进一步的修改。最后, 在企业调研前进行问卷前

测, 并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和效度检验, 确保测

量量表的信度和效度。对于团队文化多样性的计

算, 我们将统一采用 Blau (1977)提出的团队异质

性测量方法。这一方法已被相关研究普遍采用

(Kearney & Gebert, 2009), 具体公式如下： 
2D 1 iP   

其中, D 为团队文化多样性指数, P 代表在某

一个文化维度上团队成员的比例, i 代表团队中不

同文化维度的数量。D 的取值范围在 0~1 之间, 0
代表团队内不存在差异, 1 代表团队内差异最大。

我们在团队表层和深层文化多样性的测量中, 均
采用上述公式。 

 

 
 

图 2  研究模块一：团队文化多样性的双维度理论 

  
3.2  研究模块二：团队文化多样性对团队创新的

影响及内部机制 
依据研究模块 1 的理论框架, 我们将团队文

化多样性分解为两个层次：表层文化多样性, 即
团队成员在一些明显的外部属性, 如国籍、种族、

语言等方面存在的差异; 和深层文化多样性, 即
指团队成员间在深层的价值观念、信仰等心理特

征方面存在的差异。以往研究由于将表层和深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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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多样性当作是一个可互换的概念, 用以笼统

代表团队文化多样性, 所以得到了不一致的研究

结论。因此在研究模块 2 中, 我们将基于本研究

提出的团队文化多样性双维度框架 , 采用“社会

分类−信息加工” (van Knippenberg et al., 2004)的
理论视角, 分别探讨表层文化多样性与深层文化

多样性对于团队创新的影响及内在机制(见图 3)。 
 

 
 

图 3  研究模块二：“社会分类−信息加工”影响机制 
 

首先, 我们认为表层文化多样性会对团队创

新产生负向影响。表层文化多样性, 主要是指团

队成员在语言、国籍、民族等方面的外显性差异, 
这些差异在团队工作中较易于察觉, 因此会为个

体提供直接性的社会线索来触发社会分类机制。

依据社会分类理论 (social categorization theory), 
团队成员会依据人们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对自

己所属的社会群体进行分类 , 区分为“圈内人” 
(in-group, 即我们 )和“圈外人” (out-group, 即他

们), 他们通常会对与自己具有相同特征的群体产

生更高的偏好和信任。当员工在团队中遇到和自

己使用同样语言或具有相同国籍的人时, 他们便

会自然地将其归为“自己人”, 产生更高水平的信

任感, 更愿意与之进行沟通和分享。相反地, 员工

会将与自己具有差异化外显特征的团队成员视为

“圈外人”, 与之保有一定的距离感。并且, 依据相

似吸引(similarity attraction)理论, 在同等条件下, 
团队成员会倾向于和自己具有更多相似特征的人

一起工作, 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互动过程中 , 他们

能获得更多的正面强化。他们会感觉自己与具有

相同文化背景的人更类似, 彼此间能产生更高的

认同, 因此认为与他们一起工作更为流畅 , 也更

具吸引力。相类似的 , Hülsheger, Anderson 和

Salgado (2009)在他们有关团队创新影响因素的元

分析研究中也发现, 团队层面的背景差异会对团

队创新产生负向影响。所以, 基于上述原因, 我们

认为多元文化的团队内部会容易产生社会分类过

程, 导致团队内产生“小团体”的现象。当不同子群

体间因为表层差异而产生隔阂和冲突时, 他们之

间的信息交流、分享和整合就会受到影响, 从而

损害团队整体的信息加工过程, 抑制团队创新。

因此我们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 1：团队表层文化多样性对团队创新具

有负向影响。 
假设 2：团队表层文化多样性会通过引发团

队社会分类而减弱团队信息加工, 从而负向影响

团队创新。 
另一方面, 我们认为, 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

会对团队创新产生正向影响。团队深层文化多样

性是指团队成员间在深层的价值观念、信仰等心

理特征方面存在的差异。依据信息加工理论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 团队工作过程实

际是一个在团队层面进行信息输入、编码、交流、

加工和整合的过程。团队工作成效的好坏取决于

团队信息加工的质量, 而信息质量的高低则取决

于团队内的每名信息提供者——即每名团队成员

所提供的信息。相比于单一文化的工作团队, 多
元文化团队的优势首先在于团队成员能够为团队

工作提供更为多样和丰富的信息。在跨文化团队

中, 由于团队成员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 因此在

面对团队工作任务时, 他们会从各自的文化视角

出发, 提供多元化的观点和信息。这样就会在团

队层面扩展整体的信息来源, 而丰富的信息来源

则是团队创新的重要前提。此外, 由于不同文化

背景的成员对于同一问题具有不同的视角和观点, 
因此很有可能在团队内部产生任务冲突, 而任务

冲 突 也 被 证 实 是 促 进 团 队 创 新 的 重 要 因 素

(Hülsheger et al., 2009)。在团队成员交流不同观念

的过程中, 每名成员为了更好地向其他成员解释

自身的看法, 会对工作任务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和思考, 以便于其他成员的理解和采纳, 从而调

和观念冲突, 获得一致的团队意见。在此过程中, 
团队内部的信息分享和互动增加, 一方面, 团队

成员在探讨和争论的过程中可能相互激发产生新

的创意。另一方面, 团队整体对于工作任务的理

解也会在此过程中得以深化, 信息处理深度得以

扩展, 因此更有利于提高决策质量, 寻找到解决

问题的最佳方案, 获得更具创新性的想法。Chua 
(2018), Niebuhr (2010)和 Stahl 等人(2010)的研究

也均发现, 团队文化多样性会为团队整体带来更

多新的知识和信息。团队成员间通过交流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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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 进行吸收和合并, 也更可能被激发产生新

的想法和创意, 从而促进团队整体的创新。据此, 
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3：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对团队创新具

有正向影响。 
假设 4：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会通过影响团

队信息加工, 进而促进团队创新。 
在此模块中, 我们对于关键变量的测量, 将

主要采用以下量表： 
(1) 团队创新：对于团队创新的测量, 我们采

用 Shin 和 Zhou (2007)的测量方法, 请团队领导对

于所管理的团队进行评分。团队领导将根据此团

队和其他相似团队的创新情况比较, 对于团队创

新想法的新颖性、重要性和有用性三方面, 在 1~5
分之间进行评分。1 分代表非常不好, 5 分代表非

常好。代表性测量条目如：“与其他团队相比, 你
认为此团队产生的新想法的有用性如何？”领导

评分的测量方法在团队创新的研究中已被广泛接

受和使用 , 具有很高的可信度 (van der Vegt & 
Janssen, 2003; Zhou & Shalley, 2003)。并且, 选用

此测量方法, 也便于我们在后续的实证和实验室

研究中统一测量方法, 降低研究偏误。 
(2) 团队社会分类：我们对于团队社会分类

的测量, 参照 Meyer, Shemla 和 Schermuly (2011)
的测量方法, 让团队成员汇报在团队中感受到的

团队成员间的三方面文化差异, 并对差异程度进

行评分, 1 分代表差异非常不明显, 5 分代表差异

非常明显。在三个特征上都打分很高的团队成员, 
意味着具有更强烈的社会分类倾向。 

(3) 团队信息加工：对于团队信息加工的测

量, 我们采用 Kearney 和 Gebert (2009)专门开发

的 4 条目测量量表。我们请团队成员根据自己在

团队工作中的实际感受和体会, 在 1~5 分之间打

分, 1 分代表非常不同意, 5 分代表非常同意。代表

性测量条目包括：(1)团队成员会公开分享知识 , 
以互补不足; (2)团队成员会仔细考虑每位成员提

出的独特观点。 
3.3  研究模块三：团队文化多样性对团队创新影

响的内部边界条件 
在研究模块 3 中, 我们首先从团队内部的认

知因素出发, 探索团队成员的认知能力在团队文

化多样性与团队创新关系中的调节影响。具体而

言, 我们提出团队多样化信念和团队调节定向在

团队文化多样性与团队创新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从而拓展了整体理论框架的适用条件(见图 4)。 

 

 
 

图 4  研究模块三：团队文化多样性对团队创新影响的

内部边界条件 
 
3.3.1  团队多样化信念的调节作用 

多样化信念(diversity belief)是指人们在多大

程度上相信多样性会为团队功能带来价值的看法

(van Knippenberg & Haslam, 2003)。多样化信念高

的个体, 认为团队多样性是有价值的, 会对团队

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反之, 多样化信念低的个体

则对团队多样性持消极态度, 认为其不能甚至会

负向影响团队表现。因此, 个体差异化的多样化

信念, 会影响他对于团队文化多样性的评价及其

在团队中的表现。van Dick 等人(2008)也在他们的

研究中发现, 个体的多样化信念会在团队多样性

与团队身份认同之间起调节作用。当团队成员多

样化信念高时, 团队多样性会正向影响团队身份

认同, 而当团队多样化信念低时, 团队多样性则

会负向影响团队身份认同。Homan, van Knippenberg, 
van Kleef 和 de Dreu (2007)在他们的实验研究中

也发现, 在信息多样化的团队中, 如果团队成员

的多样化信念高 , 那么他们的团队绩效会更好 , 
而在信息同质化的团队中, 团队的绩效表现则并

不受到多样化信念的影响。Ely 和 Thomas (2001)
在他们的质性研究中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他们

在研究中发现, 如果一个公司特别重视并强调文

化多样性对于组织发展的重要作用, 公司员工就

会汇报更高质量的团队关系, 认为自己的工作更

成功, 并感到自己在公司中更有价值和受到尊重。 
因此我们提出, 团队多样化信念可能在团队

文化多样性与团队创新之间的关系中起调节作

用。从已有的团队多样化信念和团队多样性支持

氛围的文献中,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机制：

即当个体在主观上对多样性的态度越积极时, 其
越愿意积极参与团队多样性建设, 做出相应的支

持性行为。例如, 当团队成员认同多样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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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他们会更加重视来自其他文化背景的团队成

员身上所具有的独特知识和信息, 相互学习, 取
长补短, 以增进自身知识储备, 并进一步丰富团

队知识。反之, 当团队整体的多样化信念低时, 则
意味着团队成员认为文化多样性并不能为团队工

作带来价值, 因此在工作中也更有可能产生相应

的消极情绪和行为, 进而影响团队文化多样性与

团队创新间的关系。因此我们提出, 团队整体的

多样化信念在团队文化多样性与团队创新的关系

中起调节作用, 即当团队多样化信念越高时, 团
队成员会越认可文化多样性的价值, 并在团队工

作中做出相应的支持性行为。因此, 表层团队文

化多样性对团队创新的负向影响就会在一定程度

上被减弱, 而深层文化多样性对团队创新的正向影

响则会被进一步增强。据此, 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5：团队多样化信念在团队文化多样性

与团队创新的影响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假设 5a：团队多样化信念在表层文化多样性

与团队创新的关系中起负向调节作用, 即团队多

样化信念越高, 表层文化多样性对团队创新的负

向影响越弱。 
假设 5b：团队多样化信念在深层文化多样性

与团队创新的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 即团队多

样化信念越高, 深层文化多样性对团队创新的正

向影响越强。 
3.3.2  团队调节定向的调节作用 

Higgins (1997, 2000)提出的调节定向理论

(regulatory focus)被认为是工作场所中最重要的

动机因素之一。它是指个体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存

在的自我调节差异, 它区分了人们所具有的两种

不同的自我调节方式倾向——促进定向(promotion 
focus)和防御定向(prevention focus)。具有促进定

向的个体, 关注自身成长和获得成功, 将个人的

注意力资源集中在如何获得更大的积极结果上。

而具有防御定向的个体, 关注自身安全感和责任

感, 其个人注意力资源集中在如何避免负向结果

的发生上。虽然在过往研究中, 调节定向大多被

当作是个体层面的变量, 但近期已有学者将其应

用到团队层面的研究中来, 并发现团队整体的调

节定向会对团队层面的结果变量产生显著影响。

Levine, Higgins 和 Choi (2000)的实验研究发现, 
具有促进定向的团队, 他们在一项认知记忆任务

中表现出更强的风险偏好, 而防御定向的团队则

在工作中表现出保守性偏好。Florack 和 Hartmann 
(2007)在他们的研究中也发现 , 相比于促进定向

的团队, 具有防御定向的团队在仿真投资任务的

讨论和决策过程中更注重风险规避。Rietzschel 
(2011)的研究则发现 , 团队整体的调节定向会对

团队创新产生影响, 具有促进定向的团队会做出

更多的团队创新行为, 而具有防御定向的团队则

做出相对少的创新行为。 
因此我们提出, 团队整体的调节定向在团队

文化多样性与团队创新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首

先, 不同类型的调节定向代表了个体差异化的动

机水平, 因此会导致个体在团队工作中的差异化

表现。具有促进定向动机的团队成员会在团队工

作中更积极地追求成功和进步, 而具有防御定向

动机的成员则主要关注安全和责任。所以我们可

以推测, 在文化多样性的团队中, 促进定向的团

队成员为了追求积极的团队工作成果, 会更关注

文化多样性能为团队带来的益处, 更积极地整合

团队内部的差异化信息, 以最大化多样性的协同

收益, 实现自身目标。相反, 具有防御定向的成员

则主要关注团队安全和责任。由于团队文化多样

性会为团队工作带来差异甚至是冲突, 他们则会

想要避免甚至是逃离。此外, 不同类型的调节定

向也会给团队成员带来不同类型的情感线索, 进
而影响个体对于团队多样性的认知评价和后续行

为。van Knippenberg, van Ginkel 和 Homan (2013)
的研究指出 , 防御定向的个体因为更害怕失败 , 
因此会对事件的消极结果更敏感, 而促进定向的

个体因为更关注成功, 所以会对事件的积极结果

更敏感。由前文的探讨可知, 团队文化多样性会

为团队工作同时带来积极和消极的影响。对于促

进定向的个体而言, 他会更关注多样性带来的积

极影响, 并进一步追求在团队多样性中受益; 而
防御定向的个体则会更关注多样性的消极影响 , 
将注意力资源集中在如何避免负向结果的发生

上。由此我们推测：具有促进定向的团队, 在整

体上会更追求发展和成就, 更关注文化多样性带

来的积极影响, 因此会将文化多样性视为推动团

队发展的积极资源, 努力整合差异, 追求团队收

益最大化。相反, 具有防御定向的团队, 会将注意

力资源集中在如何避免负向结果的发生上, 更关

注文化多样性带来的消极影响, 因此在多元文化

的环境中, 团队整体会注重对风险和负向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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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避, 在团队行为上更为保守。据此, 我们提出如

下假设： 
假设 6：团队调节定向在团队文化多样性与

团队创新的影响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假设 6a：具有促进定向的团队, 其表层文化

多样性与团队创新间的负向影响关系会被减弱 , 
而深层文化多样性与团队创新间的正向影响关系

会被增强。 
假设 6b：具有防御定向的团队, 其表层文化

多样性与团队创新间的负向影响关系会被增强 , 
而深层文化多样性与团队创新间的正向影响关系

会被减弱。 
3.4  研究模块四：团队文化多样性对团队创新影

响的外部边界条件 
在研究模块 4 中, 我们从团队外部的情境因

素出发, 提出团队创新反馈和团队磨合时间可能

在团队文化多样性与团队创新的关系中起调节作

用, 从而拓展了整体理论框架的外部适用条件(见
图 5)。 
3.4.1  外部创新反馈的调节作用 

虽然目前未有研究单独提出过团队创新反馈

的概念, 但已有部分研究探讨过团队绩效反馈对

于 个 体 及 团 队 的 影 响 。 依 据 团 队 绩 效 反 馈

(performance feedback)的相关研究 (van Dijk & 
Kluger, 2011), 我们将团队创新反馈定义为：外部

权威人士对于团队工作在创新性方面的评价。我

们进一步将团队创新反馈分为正面反馈和负面反

馈两类, 正面反馈即对于团队工作在创新性方面

的表现, 给予积极、肯定的赞赏; 而负面反馈即对

于团队工作在创新性方面的表现, 给予消极、否

定的批评。 
以往有关绩效反馈的研究发现, 绩效反馈会

触发个体的情感反应, 进而影响个体的工作动机

和 行为 。 依 据 情绪 事 件 理 论 (affective events 
theory), 不同的工作事件会引发个体在工作中产

生不同的情感反应, 而这些情感反应会反过来直

接 或 者 间 接 影 响 个 体 的 工 作 行 为 (Weiss & 
Cropanzano, 1996)。当个体获得的绩效反馈是负

向时, 个体会产生诸如生气、失望和沮丧等负面

情绪, 进而不愿在工作中做出角色外行为(如帮助

行为), 甚至产生离职倾向和反生产行为; 而当个

体获得的反馈是正向时, 个体会产生诸如骄傲、

开心等积极情绪, 进而会增强个体对组织的情感

承诺, 并做出更多的组织公民行为等支持性行为

(Belschak & Den Hartog, 2009)。 
依据上述研究 ,  我们提出在跨文化团队中 , 

团队获得的创新反馈也可能在团队文化多样性与

团队创新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首先, 基于情绪

事件理论(affective events theory), 不同性质的工

作事件会对员工工作情绪和后续行为产生差异化

影响。当团队获得了正面的创新反馈时, 团队层

面会产生更多的积极情感, 如高兴、骄傲等, 这样

的正向情感会让团队成员对文化多样性产生更积

极的评价, 对团队产生更强的归属感和情感承诺, 
因此团队成员会更愿意在团队中做出分享知识和

相互帮助的支持性行为, 进而促进团队创新; 相
反, 当团队获得了负面的创新反馈时, 团队中会

产生更多的负面情感, 如沮丧、失望等, 这样的负 
 

 
 

图 5  研究模块四：团队文化多样性对团队创新影响的外部边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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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情感会让团队成员对所属的团队产生负向评价, 
进而导致他们不愿意在团队中做出积极性行为。

此外 , 基于团队信息处理理论(team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 团队反馈也是影响团队信息

整合和团队学习的重要方式。当团队获得外界的

正向反馈时, 团队成员会更认可文化多样性为团

队信息整合和团队学习带来的积极影响, 因此也

会在团队工作中更加积极地投入 , 形成正面强

化。而当团队获得的外界评价为负向时, 团队成

员则会对团队内的信息整合方式产生怀疑, 进而

对文化多样性的影响产生负向评价, 降低自己在

团队工作中的投入。基于以上原因, 我们提出如

下假设： 
假设 7：团队从外部获得的创新反馈, 在团队

文化多样性与团队创新的影响关系中起调节作

用。 
假设 7a：如果团队从外部获得的创新反馈为

正向, 则表层文化多样性与团队创新间的负向影

响关系会被减弱, 而深层文化多样性与团队创新

间的正向影响关系会被增强。 
假设 7b：如果团队从外部获得的创新反馈为

负向, 则表层文化多样性与团队创新间的负向影

响关系会被增强, 而深层文化多样性与团队创新

间的正向影响关系会被减弱。 
3.4.2  团队磨合时间的调节作用 

团队磨合时间即是指团队在一起工作的时间

总量。Harrison (2002)的研究指出, 随着团队磨合

时间的增加, 团队内的工作流程会变得更为顺畅, 
团队内的关注点也会从一开始的表层文化特征向

深层文化特征转变。Harrison, Price 和 Bell (1998)
在研究中也发现 , 团队文化多样性的负向影响 , 
会随时间逐渐减弱。Sacco 和 Schmitt (2005)以及

Chatman 和 Flynn (2001)在有关表层文化多样性和

团队结果变量的研究中也发现, 随着时间的发展, 
表层文化差异对团队结果变量的负向影响作用会

逐渐降低, 而深层多样性对结果变量的影响作用

会逐渐增强。 
基于以上研究, 我们提出团队文化多样性对

团队创新的影响可能会随团队磨合时间发生变

化。首先, 团队成员间的人际熟悉度会随团队磨

合时间的增长而增加, 因此团队成员间的信任度

会随之上升, 进而更有利于团队内部的信息整合

和创新。在团队设立初期, 由于团队成员文化背

景差异大, 彼此间较为陌生, 甚至在语言交流上

还存在障碍, 因此通常会依据自身容易获得的社

会线索进行社会分类, 彼此间信任度低, 不利于

开展团队内部合作。但随着团队磨合时间的增长, 
团队成员间的熟悉度会随之上升, 彼此间的认识

也会更加全面和深入。因此他们会逐渐发现自己

一开始基于表层信息(如国籍、民族、种族等)所做

出的社会分类是不全面的, 因此员工会在团队互

动过程中不断修正自己的错误认识, 进而降低表

层文化多样性对团队创新的影响。并且, 随着团

队磨合时间的增加, 团队成员间在工作任务上的

适应度和熟练度也会增加。随着员工间彼此熟悉

和了解, 他们会逐渐发现各自身上所具有的独特

信息、理念和视角, 更了解如何在工作中相互借

鉴以获得更好的团队绩效。同时, 他们也更可能

在团队内部进行更深层次的信息交流和分享, 进
而推动团队内部深层次的信息加工过程, 从而促

进团队创新。因此, 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8：团队文化多样性对团队创新的影响

会随团队磨合时间增长而发生变化。随着团队磨

合时间的增长, 表层文化多样性对团队创新的负

向影响会逐渐减弱, 而深层文化多样性对团队创

新的正向影响会逐渐增强。 

4  理论建构 

随着不断加速的企业国际化进程, 企业中的

团队构成逐渐呈现出文化多样性的特点和趋势。

通过对华为公司、Facebook 等国内外知名企业在

跨文化团队方面的实际案例进行剖析, 我们发现

当前组织越来越重视团队文化多样性对于企业发

展的重要作用。许多企业管理者都期待具有不同

文化背景的员工能在团队工作中贡献新的经验、

观点和视角, 从而促进团队创新。因此, 探讨团队

文化多样性对团队和企业创新的影响, 是目前企

业在国际化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共性问题, 迫切需

要学术界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从而为企业管理实

践提供理论指导。 
在学术界, 团队文化多样性与团队创新的关

系问题也成为了近年来关注的焦点, 然而目前研

究却尚未达成一致的结论。一方面, 部分研究发

现团队文化多样性会促进团队创新(Chua, 2018; 
Niebuhr, 2010; Perry-Smith & Shalley, 2003; Stahl 
et al., 2010; Tadmor et al., 2012)。依据信息加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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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 学者们提出来

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会为团队带来更多新的信

息、知识和视角, 以及为团队整体带来独特的认

知资源。团队成员通过在工作过程中的交流和沟

通, 能够接触到不同的信息和资源, 进而能够促

进团队层面的信息交流、分享和整合, 促进团队

创新(Perry-Smith & Shalley, 2003)。而另一方面, 
也有学者发现团队文化多样性会对团队创新产生

负向影响, 或两者间的影响关系不显著(Kirkman 
& Shapiro, 2001; Winkler & Bouncken, 2011; Bell 
et al., 2011; Østergaard et al., 2011)。依据相似吸引

理论(similarity attraction theory)和社会分类理论

(social categorization), 个体会对与自己具有相似

特征的人持积极态度 , 认为是“我们”, 而将那些

与自己具有差异化特征的人视为“他们”, 因此在

团队内容易产生“小团体”现象, 各个小团体间不

愿分享和交流知识, 进而阻碍团队创新。 
针对目前研究结论不一致的现状, 本课题在

理论回顾和文献评述的基础上发现, 导致现有结

论不一致的原因在于：团队文化多样性的理论框

架和测量方式不一致。从理论内涵上来讲, 学者

们对于文化的定义还尚未达成统一共识, 但基本

认同文化是一个复杂、多维度的概念(赵志裕, 康
萤仪, 2011)。它既包括语言等外显性特征, 也包括

价值观等内隐性特征。不同文化维度之间相互区

别, 又相互联系, 共同构成了文化的基本内涵。然

而, 在团队文化多样性的实际操作过程中, 学者

们却未能从文化多维度的理论视角开展测量, 大
多选择单一维度的指标衡量文化多样性, 未区分

不同维度间的理论和测量差异。部分研究选择外

显性特征, 如语言、国籍、出生地等, 也有研究选

择文化价值观、信仰等。不同维度的指标在测量

方式和内涵上均存在较大差异, 容易造成研究结

论的偏误。例如, 某团队中有两位成员均来自以

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如英国和印度), 如果采用“语
言”作为衡量文化多样性的方式 , 则两位成员在

文化多样性方面不存在差异。但如果从“价值观”
的角度衡量, 两位成员则会在集体主义、权力距

离等方面均表现出显著差异。因此我们认为, 对
于团队文化多样性的理论界定不清晰及单一维度

的测量方式, 是造成现有研究结论不一致的主要

原因。 
因此在本研究中, 我们提出首先应对于团队

文化多样性的理论框架和测量方式进行梳理, 厘
清团队文化多样性的内涵维度和测量方式, 为团

队文化多样性与团队创新的关系研究提供理论和

测量基础。具体而言, 在研究模块一中, 我们对于

以往团队文化多样性的研究进行了综述, 总结并

整理了以往研究中所使用的概念和测量方式, 提
出了团队文化多样性的双维度理论模型, 包括两

个维度：表层文化多样性, 即团队成员在一些明

显的外部属性, 如国籍、种族、语言等方面存在

的差异; 和深层文化多样性, 即指团队成员间在

深层的价值观念、信仰等心理特征方面存在的差

异。我们将现有研究中普遍采用的文化概念和测

量方式分别归类到上述两个维度 , 并建议采用

Blau (1977)提出的团队异质性测量方式, 对于每

个维度的团队文化多样性分别进行计算。我们认

为, 对于团队文化多样性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测量, 
应同时考虑上述两个维度, 这样才能全面地刻画

出团队成员间的文化差异, 反映团队文化多样性

的内涵, 同时也能避免因测量方式不同而导致的

不一致的研究结论。 
进一步的, 在团队文化多样性的双维度理论

框架下, 我们开展了对于团队文化多样性与团队

创新间影响关系的探讨。首先, 回顾相关文献, 我
们发现已有研究大多采用单一的理论视角对于两

者间关系进行探讨, 如社会分类理论、相似吸引

理论、信息加工理论等, 认为团队文化多样性对

于团队创新的影响“非此即彼”, 鲜有研究将不同

的理论视角进行整合。而在本研究中, 我们则首

次引入了“社会分类−信息加工”这一新的理论视

角(van Knippenberg et al., 2004), 提出团队文化多

样性会同时触发“社会分类”和“信息加工”两种机

制, 进而对团队创新产生差异化的影响。结合本

研究提出的双维度理论框架, 我们提出上述两种

机制同时存在于团队文化多样性与团队创新的关

系中：表层文化多样性, 会更易触发“社会分类”
机制, 因此会抑制团队创新。这是因为, 团队成员

在语言、国籍等外显性文化特征方面的差异, 在
团队内更易于观察, 因此会为团队成员提供直接

的社会线索进行“圈内/外人”的分类。由于个体通

常会对与自己具有相似文化特征的“圈内人”产生

更高水平的信任和偏好, 而对“圈外人”存在距离

和疏远感, 因此这会影响团队成员间的知识分享

和交流, 进而影响团队创新; 而深层文化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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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会更易触发“信息加工”机制, 因而会促进团队

创新。这是因为, 团队工作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团

队层面的信息加工过程。相比于单一文化的工作

团队, 文化多样性高的团队能够提供更多元化的

信息和观点, 扩展团队整体的信息来源。并且, 团
队内成员为更好地理解及说服彼此, 自身也会对

于工作任务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 积极与其他员

工进行信息分享甚至是争论, 因此也会促进团队

整体的信息加工深度, 进而促进团队创新。因此

我们基于“社会分类−信息加工”的视角 , 依据本

研究提出的双维度理论框架, 提出团队表层文化

多样性会对团队创新产生负向影响, 而深层文化

多样性会对团队创新产生正向影响。 
依据研究模块二中的理论分析, 团队文化多

样性会对团队创新同时产生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

影响 , 因此 , 寻找能够抑制上述负向影响 , 促进

正向影响的情境因素,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

义。纵观已有研究, 主要探讨了团队属性、工作

特征及领导风格在上述关系中的调节作用(Stahl 
et al., 2010), 相关情境因素的探讨还有待进一步

深入。所以, 我们在接下来的研究模块三和四中, 
专注探讨了团队文化多样性与团队创新关系中的

调节变量, 以拓展整体理论框架的适用条件。基

于“社会分类−信息加工”的理论视角 , 为相对全

面的展现可能影响两者间关系的情境因素, 我们

将分析视角划分为两个层面：内部认知因素和外

部社会因素。 
在研究模块三中, 我们首先从团队内部因素

出发, 探讨了团队内部的认知水平对于团队文化

多样性与团队创新之间关系的影响。具体而言 , 
我们提出了两类可能影响两者间关系的团队认知

因素：团队多样化信念与团队调节定向。首先, 团
队多样化信念是指团队成员在多大程度上相信多

样性会为团队功能带来价值的看法。多样化信念

高的个体, 更认同团队文化多样性的价值, 认为

其会对团队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反之, 多样化信

念低的个体会对团队文化多样性持消极的态度。

已有的部分研究发现, 当团队成员认同多样性的

价值或者团队中具有支持多样性的氛围时, 团队

文化多样性会对团队绩效产生更积极的影响(van 
Knippenberg et al., 2013)。例如, van Knippenberg, 
Haslam 和 Platow (2007)的研究发现, 当团队成员

的多样化信念高时, 团队多样性与团队身份认同

显著正相关, 因此个体更愿意在团队工作中付出

努力。Homan 等(2007)的研究也发现, 在信息多样

化的团队中, 如果团队成员的多样化信念高, 那
么他们的团队绩效也会更好。从已有的相关文献

中我们可以发现：当团队成员在整体上具有更高

的多样化信念时, 意味着他们在主观上更认可文

化多样性, 认为团队多样性会为自身和团队发展

带来积极影响, 因此会主动投入到团队多样性的

建设中去, 做出相应的支持性行为。所以, 我们提

出团队多样化信念在团队文化多样性与团队创新

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即当团队成员对于多样化

持更积极的观念时, 表层文化多样性对团队创新

的负向影响会在一定程度上被减弱, 而深层文化

多样性对团队创新的正向影响会被进一步增强。

第二, 我们提出团队调节定向会在团队文化多样

性与创新行为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调节定向被

认为是工作场所中最重要的动机因素之一。具有

促进定向的个体, 将个体的注意力资源集中在自

身成长和获得更大的积极结果上, 而具有防御定

向的个体, 则更关注自身安全感和如何避免负向

结果的发生。以往在个体层面的研究发现, 具有

促进定向的个体, 会更乐于参与到灵活性和包容

性的思维活动中 , 因此也更具创造性 (Förster & 
Dannenberg, 2010)。团队层面的相关研究也发现, 
当团队的多样性思维模式为促进定向时, 团队文

化多样性对团队绩效的积极影响也会更加显著

(van Knippenberg et al., 2013)。因此我们提出, 团
队整体的调节定向会在团队文化多样性与团队创

新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当团队整体为促进定向

时, 意味着团队成员更追求进步和积极结果, 更
关注文化多样性带来的积极影响, 因此会更主动

地面对和整合团队内部的差异化信息, 追求团队

收益最大化。所以, 团队促进定向会削弱表层文

化多样性与团队创新之间的消极影响, 增强深层

文化多样性与团队创新间的积极影响。而当团队

整体为防御定向时, 意味着团队成员更关注安全

和责任, 对文化多样性的消极影响更敏感, 因此

会为了避免风险和负向结果, 在团队文化多样性

的建设上做出保守行为。因此我们认为, 防御定

向会增强表层文化多样性与团队创新间的负向影

响 , 削弱深层文化多样性与团队创新间的正向

影响。 
最后, 在研究模块四中, 我们从团队外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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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因素出发, 提出了团队创新反馈和团队磨合

时间可能在团队文化多样性与团队创新关系中的

调节作用。首先, 我们基于以往绩效反馈的研究, 
提出团队创新反馈的概念, 即外部权威人士对于

团队工作在创新性方面的评价, 包括正向反馈和

负向反馈两个维度。已有关于团队反馈的研究发

现, 团队反馈对于帮助团队发现不足、提升工作

绩效具有显著的影响(DeShon, Kozlowski, Schmidt, 
Milner, & Wiechmann, 2004; Geister, Konradt, & 
Hertel, 2006; Hinsz, Tindale, & Vollrath, 1997; 
Schippers, Homan, & van Knippenberg, 2013; 
Peñarroja, Orengo, Zornoza, Sánchez, & Ripoll, 
2015) 。 Hollenbeck, Ilgen, LePine, Colquitt 和

Hedlund (1998)的研究发现, 相比于没有获得团队

决策反馈的团队, 获得了反馈的团队会在之后取

得更好的团队绩效。Konradt, Schippers, Garbers
和 Steenfatt (2015)的研究则提出团队反馈是推进

团队信息整合的重要方式之一。团队反馈能够让

团队成员意识到目前的工作成效与目标成效之间

的差异, 激发团队成员做出相应的调整行为(如工

作反思、适应或自我纠正), 进而提升团队绩效。

因此我们也提出, 团队创新反馈会在团队文化多

样性与团队创新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一方面 , 
团队反馈是影响团队信息整合的重要方式。当团

队获得积极的创新评价时, 他们会对于文化多样

性带来的信息多元化持更积极的评价, 因此会在

团队多样化建设中更加投入, 形成正面强化。另

一 方 面 , 根 据 情 绪 事 件 理 论 (affective events 
theory), 当团队获得正向创新反馈时 , 团队内部

也会产生更多的积极情感, 团队成员会因此产生

更强的归属感和情感承诺, 因此会更愿意在团队

中做出知识分享等支持性行为, 进而促进团队创

新。第二, 我们提出团队磨合时间, 即团队在一起

工作的时间总量, 也会在团队文化多样性与团队

创新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已有研究发现, 时间

效应对于团队绩效表现也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Harrison, Mohammed, McGrath, Florey 和 Vanderstoep 
(2003)的研究对比了磨合时间不同的团队在绩效

表现方面的差异。结果发现, 磨合时间长、成员

间彼此熟悉的团队会比磨合时间短的团队具有更

好的绩效表现。Balkundi 和 Harrison (2006)的研究

也发现, 团队磨合时间在团队社会网结构与团队

任务绩效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目前也有部分研

究探讨了团队磨合时间对于团队文化多样性的影

响 , 结果发现 , 随着团队磨合时间的增加 , 团队

内的关注点会从表层文化特征转向深层文化特征, 
团队内的工作流程也会变得更为顺畅 (Harrison, 
2002; Sacco & Schmitt, 2005; Chatman & Flynn, 
2001)。因此我们提出, 团队文化多样性对团队创

新的影响, 也会随着团队磨合时间发生变化。在

磨合时间短的多元文化团队中, 员工间由于文化

差异大可能会出现诸多沟通问题 (如语言障碍 ), 
因此倾向依靠容易获得的线索进行社会分类, 区
分“圈内/外人”, 不利于团队内部的信息整合和合

作。但随着磨合时间的增加, 团队成员间的人际

熟悉度会随之上升 , 对彼此的认识也会更加深

入。他们会逐渐发现各自身上所具有的独特信息、

理念和视角, 更了解如何在工作中相互学习以获

得更好的工作结果。并且, 他们也会逐渐意识到

自己基于表层信息做出的社会分类是不全面的 , 
因此会在团队互动过程中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和

行为, 与其他团队成员开展更深层次的信息交流

和分享, 进而推动团队整体的信息加工水平, 促
进团队创新。 

本文的实践意义有以下三方面：第一, 本课

题有助于企业更加有效地管理跨文化团队。针对

企业在跨文化团队管理中可能存在的困惑, 本研

究提出了一个团队文化多样性的双维度理论框架, 
并从表层和深层文化多样性两个维度探讨了其对

于团队创新的影响、内部机制及边界条件。所得

结论将有利于企业更好地认识理解团队文化多样

性以及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促进企业对于跨文

化团队的有效管理。第二, 本课题有助于企业优

化人力资源配置, 进而推动企业创新。我们建议

企业可以将团队多样化建设定为企业战略目标 , 
适当增加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在外籍员工

招聘过程中, 应增加对其文化价值观念、多样化

信念以及内部动机方面的考量, 通过深层团队文

化多样性来促进企业创新。第三, 本课题有助于

中国的创新型企业“走出去”和国外的创新型企业

“走进来”。我们建议“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在国际

化过程中 , 加大对于不同文化背景员工的招聘 , 
并在招聘过程中注重对其深层文化价值观念的考

量, 这将有利于推动企业创新和国际化进程。此

外, 本文的研究结论也适用于走进中国市场的外

国企业, 所得结论将对其在中国进行跨文化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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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跨文化团队管理方面提供理论指导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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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team cultural diversity on team innovation 

LI Qian1; GONG Shiyang2; LI Chaofan1 
(1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2 Business School,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With further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fast development of global companies, more firms have 
teams with diversified cultural backgrounds. Managers expect employees with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to contribute their experience, ideas and perspectives to team innovation. Thus, both the academia and the 
industry are paying great attention on how team cultural diversity would impact team innovation. In this 
research, based on the “categorization-elaboration” theory perspective, we further clarify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eam cultural diversity, examine the impact of team cultural diversity on team innovation,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 and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from the teams’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respectively. In practice, this study provides companies with guidelines to effectively manage teams with 
diversified cultures and promote innovation. 
Key words: team cultural diversity; team innovation; diversity belief; collective regulatory focus;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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